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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法科学生留学德国四十年的

回顾与展望

———基于博士学位论文的考察

卜 元 石 

内容提要：基于对中国留德法学博士学位论文的考察，可以简要回顾改革开放四十

年来中国法科学生留学德国的基本情况。四十年来，中国法科学生留德数量不断增

加，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专业分布以及博士论文的选题方面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并且

一定程度上存在就读学校集中以及博士论文指导教师集中的现象。中国留德法学博

士是中德法学学术交流的重要使者，其研究成果以德语发表，惠及德语区读者；其

归国后若从事学术研究，亦有机会将其研究成果通过中文出版物传播，对于中国相

关法学学科视野的拓展、知识的丰富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于中国留学生在

德攻读法学博士学位期间以及归国后重新融入国内学术圈所面临的困难的反思表

明，有必要从个人与国家两个层面深入思考如何更好地利用留学德国的契机，培养

中国的法律人才，并使之归国后更好地发挥才能。

关键词：留学德国　法学博士学位论文　德国法　法教义学　留学国别主义

引　言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法律体系逐渐完善。各个部门法在回顾其成长历
程时，都或多或少提及了域外法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而留学海外的学者群体无疑为

中国与其他国家法律领域的沟通与交流构筑了桥梁。虽然可供选择留学的目的国家有多个，

但因为清末以来中国法律继受的传统，德国对于很多有志于学术的学人而言，有着巨大的

吸引力。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以来，中国法科留学生源源不断地奔赴德国，希冀负笈归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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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弗莱堡大学法律系教授。

本文在信息收集方面，获得方小敏、高旭军、周遵友、吴桂德、霍旭阳、刘培培、杨登杰的帮助；对博士论文标

题中术语的中文翻译，获得雷磊、朱轶凡的指点；在博士论文作者中文姓名的查找方面，金晶、丁天立、佟玲、

沈恒亮、徐杭、杨娟提供了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本文主要信息来源为德国国家图书馆目录、德国各个法律

院系之间的信息交流、部分德国法律院系网站、部分德国研究所的年度报告、部分中国大学网站，以及从个别德

国法律院系问询所得信息。博士论文的中文标题，能找到作者自译的版本 （此类为少数），则直接援用；无法找

到作者自译版本的，为笔者所补充；极个别标题较长或与中文表述习惯不同的，笔者加以简化和调整。作者中文

姓名无法查找的，在其音译后相应注明。



够为中国法治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学人留学德国，对于德国加深对中国法的

了解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些中国学人学成归国之后，在中国法学发展和法治建设中发挥

了什么作用？展望未来，如何更好地利用中国学人留学德国的契机，推动中德法律领域的

进一步交流与中国法学的进一步发展？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笔者试图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留德法学博士的毕业论文进行一个
初步考察，〔１〕并以此为切入点，对于中国法科学生留学德国的情况进行一个总结。为此，

笔者共收集到中国留学生撰写的法学博士论文３０２篇。因为数量众多，尽管使用多种收集方
法，并得到多位留德法律界同行的帮助，但仍然难免疏漏，对此表示抱歉的同时也期待读

者予以指正。特别是少量博士论文因为完全不涉及中国法，寻找起来比较困难，疏漏部分

可能主要在这方面。

　　在对收集到的论文进行分析之前，有几点需要说明。其一，本文讨论的对象只包括中
国大陆留学生，这是因为中国台湾学者进入中国大陆学术体制属于少数，而留德的中国台

湾学人对于我国台湾地区法律的影响，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问题，也非笔者研究能力所

及。其二，在本文中，博士论文的年代以首次公开发表的时间为准。一般博士学位的获得

早于论文发表，但博士学位的获得时间有时无法查找。为了保证准确性，以发表时间为统

计标准。博士学位的获得与论文发表在时间上的迟滞一般在半年左右，但也有因为论文需

要修改才能发表的，推迟时间会达到两三年。个别尚未正式发表的博士论文以其通过时间

为准。其三，２０１８年完成的论文有一部分还没有发表，但是作者已经通过答辩等环节，发
表只是时间问题。为了完整性，凡是可以收集到的也一并列入，但因为相关信息交流的滞

后，所以这一年的信息是不完整的。此外，２０１８年的统计中也包括五篇于２０１８年完成但已
经于２０１９年初出版的博士论文。其四，因为涉及论文数目较多，限于篇幅，无法对所有论
文逐一提及，部分论文只列出作者姓名。〔２〕

一、博士论文基本情况分析

　　本部分首先对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主要包括数量、专业、选题
及其动因、就读高校及导师等方面。这里考察的信息很多记载在博士论文的前言中，在早

期博士论文的最后还通常附有作者简历。此外，一些博士论文封底印有关于作者的简要介

绍。对于那些年代久远的论文，这一信息来源尤为重要，因为目前在互联网上也很难查找

这些作者的资料。

　　 （一）数量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间，中国留学生在德国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人数曲线图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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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丁天立 （南京大学与弗莱堡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的调查，民国时期留德的法学博士总共１８人，其中可以
找到其博士论文的有１６人。
本文正文及其他脚注处未提及的留德法学博士学位获得者包括 （按论文发表时间顺序）：张曦、刘汉富、叶峰、

韩赤风、许浩明、石平、程岗、刘祚沩、刘懿彤、江清云、张芳 （音）、丁凌、高菲 （音）、肖军、刘静、黄

?、谢立敏、郑海明、傅广宇、李忠夏、杜晓凡 （音）、何丽行、杨军、翟巍、李娜、高薇、曾燕斐、赵小

鹏、夏昊晗、王振、施埕、原野、张小溪、谢远扬、张抒涵、杨国栋、王立栋、严益州、黄笑岩、李运杨。



　　根据现有信息可以看到，中国留学生第一篇法学博士学位论文发表于１９８９年。〔３〕初期
留德人数很少，从 １９８９年到 ２０００年，一般每年一两个人、最多时有五个人毕业。当时与
国外联系比较困难，这些早期留学德国机会的获得也有很大的偶然性，往往因为学术活动

结识了德国学者或通过早期从事比较法研究的中国学者的引介，才能够联系到导师，一些

回忆性文章也记载了当时的情形。〔４〕早期留学生在赴德前多在高校、研究机构工作，也有

少量在政府部门、法院系统任职。北京的几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当时在国际交流方面占据很大优势，而南京

大学与德国哥廷根大学签有合作协议，两校教师的互访在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就已经开
始。〔５〕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９年，在德国攻读法学博士学位的学生数量快速平稳增长，通常每年
可以达到接近１０名博士毕业的水平，在２０１０年之后跃升为年均１５－２０人左右，２０１５年后
提升到每年２０人以上。从比例上看，１９８９－１９９９年共有 ２５篇中国留德学生的博士论文发
表，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共有８６篇，２０１０年之后共有 １９１篇。德国每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超
过千人，〔６〕所以中国学生所占比例还是非常小的，但目前已经构成外国留学生在德国攻读

法学博士学位的重要群体。

　　中国留德法学博士生在数量上增长有其原因。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末，随着中国经济的发
展，留学国外在法学专业学生中越来越普遍。相比英语国家，德国法学发达、费用又低，

因此成为中国学生留学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几个中德合作办学项目 〔７〕每年向德国共输送

３０名左右的硕士生，其中一些学生毕业后选择继续深造，并且也带动了一些相识的同学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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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一批获得德国法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就已经来到德国，如王延风女士于１９８２年
开始在弗莱堡大学学习、张颖女士于 １９８５年开始在哥廷根大学学习。等到她们启动博士学业时，就已经到
８０年代末了。
参见陈兴良：《耶赛克教授与中国刑法学》，《刑事法评论》２０１１年第１卷，第９６页以下；王晓晔：《我的反
垄断法研究之路》，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ｏｌａｗ．ｏｒｇ．ｃｎ／ｓｈｏｗ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ｓｐ？ｉｄ＝３６８７，２０１９年 ３月 １０日最后访问。其中，
汉堡私法马普所的门策尔 （ＦｒａｎｋＭüｎｚｅｌ）教授与慕尼黑知识产权马普所的阿道夫·迪茨 （ＡｄｏｌｆＤｉｅｔｚ）教授
在这方面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很多早期中国留学生在论文序言中都提及了这两位教授。

Ｂｌａｕｒｏｃｋ，Ｒüｃｋｂｌｉｃｋａｕｆ３０ＪａｈｒｅＤＣＪＶ，ＺｃｈｉｎＲ２０１６，３０７；杨冬、王为民：《书生意气自纵横———访南京大学法
学院代院长、法学博士邵建东教授》，《法学天地》２００１年第７期，第１９页。
参见王洪亮：《德国法学博士教育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法学教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期，第４４页。
中国政法大学中德法学院于２００４年成立，２００６年开始向德国选派留学生。成立于１９８４年的南京大学中德经
济法研究所 （后于２００１年更名为中德法学研究所）在２０００年中期也扩大招生。同济大学中德国际经济法研
究所也于２０１３年开始与德国康斯坦茨大学与柏林洪堡大学合作，但该项目目前还未有留德博士毕业。



学德国，加之一些资深学者推荐其学生到德国留学，这样使得整体上中国留学生在德国攻

读法学博士学位的人数迅速增加。但是，语言障碍使得法学专业中国留学生增长的数量实

际上仍然非常有限。此外，中国留学基金委于２１世纪初开始资助中国学生在海外完成博士

学业，使得有志深造的学生比较容易获得奖学金，大幅改变了留学德国的总体状况。在此

之前，中国留学生攻读博士学位主要依靠德国基金会如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 （ＤＡＡＤ）与德

国各个政党基金会的资助。这些德方提供的奖学金的资助力度与规模，与中国留学基金委

相比有一定差距，所以在今天，这些德国基金会的资助作用已经从主导型变为辅助型。总

体上，自费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数量比较小。

　　 （二）专业与选题

　　在部门法分布方面，博士论文中民法方向 ６８篇，刑法方向 ３１篇，公法方向 ２０篇，其
他方向１８３篇。〔８〕中国博士生对于专业的选择，除了出于兴趣，还有出于今后就业的实际

考虑。特别是，如果并非有明确意向进入高校工作，选择民商法是通行的做法。对于那些

目标坚定、有志于从事学术的学生，专业方向的选择与该专业中国现有知识谱系对特定域

外知识的需求度有着直接的关系。确定专业方向之后，中国博士生在选题方面总体来看存

在下面三个特点：

　　首先，大多数博士论文都是中德法律比较，这也能体现出留学德国的意义，即通过对
德国法的研究发现中国法的特点与改进的可能。但这类比较法研究的难度越来越大，因为

不同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目前网络的发达与中国学术文献的飞增、德国文献更新速度的
加快，使得保持对两国法律发展的追踪需要很大的投入，否则无法保证研究的时效性。因

此，也出现了一些以中国法为主，间或与德国法进行对比的论文。此外，不少论文也把美

国法作为比较对象之一。

　　其次，一定程度上，选题取决于特定时期中德两国彼此之间对相关法律知识的需要。
从德国的角度来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开始，中德贸易增加，德国经济界自然就产生了对于

中国合同法以及产品责任方面法律信息的需求，〔９〕因此这一时期产生了两篇针对中国买卖

合同的博士论文及一篇关于产品责任的论文。〔１０〕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留德学生的博士

论文也有与中国立法进程相吻合的情况，特别突出的是在物权法方面，〔１１〕而侵权法的论文

最早也在２００７年左右才出现，〔１２〕这可能与中国当时侵权责任法的起草与制定有很大关系。

　　最后，外国博士生在选题方面与德国本土博士生有一些不同，后者更倾向于选择时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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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以德国法学一般划分方式为参照，把部门法划分为私法、公法与刑法三大领域。在这一体系中，私法的

概念作广义理解，包括商法、劳动法、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等特别私法在内。

参见奥托·桑德罗克 （ＯｔｔｏＳａｎｄｒｏｃｋ）为丁强所著 《中德产品责任比较》撰写的前言 （２００４年）。
徐国建：《中国国际买卖法的适用问题》（１９９４年汉堡大学）；苏颖霞：《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的
货物约定品质：中德比较》（１９９６年波恩大学）；郑晓清： 《从风险承担的角度看合同履行障碍时的风险分
配：中国、德国、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比较》（１９９６年哥廷根大学）。
最早的物权法论文在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才出版，分别为张双根：《公示原则与动产意定取得》（２００４年柏林洪
堡大学）；周梅： 《间接占有的返回请求权》 （２００４年帕绍大学）；王洪亮： 《不动产担保物权中德比较》

（２００５年弗莱堡大学）。
焦美华：《中德精神损害与损害赔偿比较》（２００７年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姜龙：《德国民法典第 ２８０条以下
及第３１１ａ条第２款中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辨析》（２０１１年美因茨大学）；张红：《死亡、侵害人身权与健康权
损害赔偿中德比较》（２０１３年奥斯纳布吕克大学）。



的话题。而外国博士生特别是有志于学术的学生则更加关注学说史，对于在德国已经形成

定论的题目也抱有浓厚兴趣。当然，通常博士论文的选题都是基于导师的建议，这使得中

国博士生的选题也更加倾向于德国法语境的时效性，但从中国视角来看却可能比较冷僻。

　　１．私法领域
　　自民国以来，中国民法的知识结构与概念体系就主要源于德国。因此，为研习民法，
留学德国似乎无需特别理由。中国留学生的论文涉及了民法的所有领域：民总、合同、物

权、不当得利、侵权、婚姻与继承法。在民法中，担保法特别是担保物权是研究最多的领

域，共产生博士论文１３篇，有史伟所著 《中德信贷担保法比较》（１９９９年雷根斯堡大学）、
王洪亮所著 《不动产担保物权中德比较》（２００５年弗莱堡大学）、丁晓春所著 《简单所有权

保留》（２００８年法兰克福大学）、胡晓媛所著 《中德所有权保留制度比较研究》（２００８年拜
罗伊特大学）、欧阳苏芳所著 《德国民法典中的共同土地抵押权与共同土地债务》（２００９年
帕绍大学）、罗静 （音）所著 《抵押中德比较研究》 （２０１１年不来梅大学）、庄加园所著
《让与担保缺乏公示性引发的利益冲突》 （２０１２年科隆大学）、袁力所著 《担保的抽象性设

定作为意思自治的根本表达》 （２０１２年哥廷根大学）、李诚所著 《中德两国保证比较》

（２０１４年明斯特大学）、刘英所著 《不动产担保中德比较》 （２０１４年耶拿大学）、祁悦实所
著 《质押与让与担保基本原则的中德比较》（２０１６年耶拿大学）、何蓉所著 《中国法中的不

动产抵押》（２０１６年帕绍大学）以及傅梅瑛所著 《抽象担保中德比较》 （２０１６年弗莱堡大
学）。这一领域论文的集中源于德国物权法对于中国物权法的影响，特别是物权行为无因

性〔１３〕作为德国法中的 “招牌”，吸引了众多中国学人投身于对此问题的研究。

　　商法方面，虽然通常感觉在总论领域德国法的影响较大，在商事单行法领域，德国法
对中国法的影响有限，但事实上，公司法、破产法都为中国博士生所青睐，产生了大约 ４０
篇论文。但他们很多人毕业后都从事了实务工作，直接影响到其在德国所学转化为中文法

学知识。破产法领域共产生博士论文１１篇，除了后面将提及的葛平亮与洪艳的两篇，还包
括许德风所著 《担保物权人在企业破产程序中的法律地位：一项对德国、美国与中国法的

比较分析》（２００８年慕尼黑大学）、王艳柯所著 《中德破产法中根据破产重整计划的企业重

整：特别是债权人的分组》（２００９年弗莱堡大学）、沈恒亮所著 《中德破产法中的别除权：

德国经验与中国实践》 （２００９年雷根斯堡大学）、何旺翔所著 《重整程序框架下的企业收

购》（２０１２年慕尼黑大学）、贺超 （音）所著 《中德破产程序比较》 （２０１３年马尔堡大
学）、徐杭所著 《中国破产法：法历史与比较法研究》 （２０１３年弗莱堡大学）、何人可所著
《中国破产法中的重整：与德国与美国破产法比较》 （２０１５年耶拿大学）、赵天书所著 《破

产开启程序中债务人财产保全的中德比较》（２０１６年汉堡大学）、吴彬所著 《从德国经济伙

伴对比的视角看中国破产程序》（２０１７年奥格斯堡大学）。这些研究既有对破产法的整体评
价，也有对各种具体问题的关注，与其在国内比较边缘的地位相比，破产法在德国是一个

为中国博士生所青睐的领域，但毕业后从事学术研究的仅有四人。〔１４〕

　　公司法方面的论文数量可观，且有一定规律可循。一是，公司治理是一个明显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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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４〕

直接以此为题的还有涂长风：《抽象的处分与有因的负担？———论把法律行为认定为处分行为还是负担行为对

于判断其抽象性还是有因性的无意义性》（２００７年波恩大学）。
分别为许德风、何旺翔、赵天书、葛平亮。



点，〔１５〕这是因为中国公司法关于监事会的规定源于德国，但实践运行却并不理想，所以追

本溯源地研究德国监事制度也容易理解。此外，德国公司治理中的员工参与也是其特色之

一，因此吸引了不少中国学人的注意。二是，研究对象中有限责任公司〔１６〕与公司并购〔１７〕

是重点。这三个关注点之外的论文数量就非常有限了。〔１８〕

　　知识产权是一个国际化很强的专业，而且在中国构建自己的知识产权体系的初期，德
国积极参与，〔１９〕使得最早在德国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人选择知识产权方向的人数不

少，这一兴趣一直持续至今。在过去的四十年中，相关论文覆盖了知识产权的所有方面，

包括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商业秘密、不正当竞争、地理标志、企业名称等。〔２０〕

　　此外，竞争法长期以来都是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的一个重点方向。改革开放初期，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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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２０〕

乔文豹：《股份公司中董事会与监事会之间的斗争》（２００４年哥廷根大学）；胡晓静：《中国公司治理的法律
问题———以中德比较为基础》（２００６年科隆大学）；丁佳：《公司治理与资本市场法作为中国企业监管的组成
部分》（２０１１年图宾根大学）；张海晨：《公司治理中的员工参与：中德比较》 （２０１３年柏林洪堡大学）；杨
大可：《比较法背景下中国上市股份公司监督机制的选择》 （２０１４年柏林洪堡大学）；陈霄：《中德股份公司
中的管理与监督比较研究》（２０１５年柏林洪堡大学）；闫文嘉：《小股东代表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美国、欧
洲和中国比较》（２０１６年汉堡大学）；张怀岭：《封闭性公司董事义务研究———以德国、中国以及欧盟有限责
任公司 （草案）比较为基础》（２０１７年柏林洪堡大学）。
高旭军：《有限责任公司中财产混同作为责任前提》（２００１年柏林洪堡大学）；白江：《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回
购》（２００５年柏林洪堡大学）；孙立峰：《有限责任公司财产固定用途中德比较》 （２０１０年柏林洪堡大学）；
蒋舸：《中国有限责任公司发展比较研究》（２０１１年萨尔大学）；赵守政：《中德有限责任公司危及公司生存
时股东的责任》（２０１４年明斯特大学）；余永利：《有限责任公司实物出资》（２０１７年弗莱堡大学）；李云琦：
《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向第三人转让：中德比较研究》（２０１８年弗莱堡大学）；王亚飞：《中德设立中有限责任
公司比较》（２０１８年柏林洪堡大学）。
马倩：《公司并购中物的瑕疵》（２００７年萨尔大学）；章贺铭：《企业收购履行障碍比较研究》 （２００９年耶拿
大学）；郑观：《恶意收购中目标公司管理层的行为义务》（２０１２年波恩大学）；杨娟：《上市公司恶意收购中
的防御措施中德法律比较》（２０１５年哥廷根大学）；佟玲：《上市公司并购中不受欢迎的股东》（２０１５年耶拿
大学）；任宏达：《特殊目的公司在企业并购中的作用》（２０１７年耶拿大学）。
吴越：《中国企业集团与跨国公司法律问题》（２００３年法兰克福大学）；杨继：《股份公司的代理体系》（２００５年
法兰克福大学）；主力军：《上市公司股份发行招股说明书责任》（２００５年奥格斯堡大学）；丁勇：《股份法中股东
撤销诉讼的滥用》（２０１１年慕尼黑大学）；王鲜蕊：《无表决权的优先股———法教义学与法事实》（２０１６年耶拿大
学）；余佳楠：《中德公司股东贷款的特别处理》（２０１７年柏林洪堡大学）；邹青松：《退市时的小股东保护：中
德法律比较》（２０１８年科隆大学）；霍旭阳：《中国公司法与投资法中的股东协议》（２０１８年弗莱堡大学）。
“８０年成立的中国专利局可以说是中德合作的结晶。德方对中国专利局从人员到物力上的大力协助一直延续
了十多年。”见 《中德政府法治对话》，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ｙｕｗａｉ／２１６２００．ｈｔｍ，２０１９年 ３
月１０日最后访问。
韦之：《中国著作权保护》（１９９５年慕尼黑大学）；刘晓海： 《企业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 （１９９９年汉堡大
学）；单晓光：《中国法律交易中的专利权与技术秘密》（２００１年慕尼黑联邦国防军大学）；周兴生：《德国反
不正当竞争法在中国语言学方面的继受与文化特征的考量》（２００３年汉诺威大学）；罗莉：《网络版权开发与
保护的法律新发展比较研究》（２００４年科隆大学）；于迅 （音）：《著作权法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中德对比》

（２００５年哥廷根大学）；刘雪琳：《职务发明中德比较》（２００８年特里尔大学）；喻玲：《关于混淆与误认保护
的中德比较研究》（２００９年拜罗伊特大学）；曹晶晶：《专利保护在中国的实施》 （２０１０年慕尼黑大学）；王
旭明：《中国新专利法对化学和药品专利的保护》（２０１１年慕尼黑大学）；乐思成：《互联网域名及其作为商
标使用的法律问题：中德比较》（２０１２年拜罗伊特大学）；梁思思：《生物制药工业处理基因专利的反公有地
（ａｎｔｉｃｏｍｍｏｎｓ）：以设立专利池为策略》（２０１２年慕尼黑大学）；李里晶：《著作权通过集体管理组织集体管理
的中德比较》（２０１２年法兰克福大学）；张轶：《中国知识产权法和债法中的许可合同》 （２０１４年慕尼黑大
学）；钟莲：《在国际立法影响下地理标志在中国的法律保护》（２０１４年慕尼黑大学）；李鑫：《中德著作权法
比较研究》（２０１５年马尔堡大学）；陈戈：《著作权与国际谈判》（２０１７年哥廷根大学）；段路平：《标识法中
的相同名称：中德比较》（２０１７年慕尼黑大学）；汪叶：《中国网络版权法保护》 （２０１８年弗莱堡大学）；武
卓敏：《生物技术发明在中国的法律保护与国际发展》（２０１８年慕尼黑大学）。



留学生就已经选择了这一方向，这在当时非常超前。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反垄断法在中国还是一
个非常陌生的概念。江平在其给位于德国汉堡市的私法马普研究所的中国法专家门策尔教授七

十寿辰的贺词中写道，他在１９８４年随中国代表团访问欧洲时，第一次了解到有反垄断法这样
的法律存在。〔２１〕基于进一步了解这方面法律的想法，江平当时推荐了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

程建英到德国汉堡马普所，追随当时所长恩斯特 约阿希姆·麦斯特迈克尔 （ＥｒｎｓｔＪｏａｃｈｉｍ
Ｍｅｓｔｍｃｋｅｒ）教授攻读反垄断法的博士学位。大约在同一时期，南京大学的教师张颖来到哥
廷根大学，１９９０年在乌尔里希·伊蒙伽 （ＵｌｒｉｃｈＩｍｍｅｎｇａ）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题为 《限制

竞争作为 〈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 １条中的关键要件》的博士论文。之后，王晓晔、邵建
东、方小敏也分别在汉堡马普所与哥廷根大学完成了与竞争法相关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垄

断法出台后，这一领域的受关注度也没有降低，并且与一个新兴的领域———规制法，共同构

成中国留学生的兴趣点。〔２２〕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企业集中审查方面产生了七篇论文，这些

研究覆盖了各个方面的问题，包括王晓晔所著 《中国经济中的垄断与竞争：基于对美、德并

购审查的比较研究》（１９９３年汉堡大学）、陈兆霞所著 《欧洲并购审查改革后的法律问题：对

于欧美并购审查的比较研究及其对中国反垄断法的影响》（２００８年法兰克福大学）、袁嘉所著
《欧洲、美国、中国反垄断法中的合营企业》 （２０１２年波恩大学）、周万里所著 《经营者集

中救济措施和银行援助救济措施的法律与经济学分析》 （２０１４年波恩大学）、赵婷婷所著
《中国企业并购审查法》 （２０１５年慕尼黑大学）、金枫梁所著 《企业集中审查的启动门槛》

（２０１５年柏林自由大学）、黄晓洁所著 《欧盟与中国反垄断法中的合营企业》（２０１９年纽伦
堡大学）。论文在这一领域大量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德国法律实践对这方面知识的需求较大。

　　民事诉讼法的论文出现得比较晚，大概从２００８年开始有一些民事诉讼法的博士论文发
表，研究对象包括临时救济 （周翠 ２００８年海德堡大学）、非金钱 （债权）执行 （赵秀举

２００８年拜罗伊特大学）、集团诉讼 （张陈果２００９年法兰克福大学）、民事证据 （吴枚 ２０１０
年海德堡大学）、真实义务与协同主义 （任重 ２０１３年萨尔大学）、诉讼标的 （马丁 ２０１３年
弗莱堡大学）、交通事故中的证明责任 （欧元捷２０１７年慕尼黑大学）、债务人异议之诉 （金

印２０１９年海德堡大学）以及和解程序 （见后文）等。过去，中国民事诉讼法因为多位知名

学者均有留日背景，受日本法影响较大，而日本民事诉讼法继受自德国，所以留学德国在

概念、话语体系的可对接性方面不存在隔阂，而且可以绕过日本法直接从德文文献中获得

德国法的最新内容。在知识获得方式方面的优越性，使得有志于学术的优秀年轻学者把民

事诉讼法作为主攻方向。此外，也有中国博士生论文涉及仲裁法，〔２３〕但德国仲裁业并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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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ｉａｎｇＰｉｎｇ，ＨｅｒａｕｓｒａｇｅｎｄｅｒＫｅｎｎｅｒｄ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ｗａｈｒｅｒＦｒｅｕｎｄｄ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ｎＶｏｌｋｅｓ，ＺｃｈｉｎＲ２００７，
Ｓ．１３０（由 ＭａｒｃｕｓＮｅｓｔｌｅ译为德文）．
除下文专门提及的企业集中审查外，反垄断法领域还有下列论文产生：董一梁： 《中国电信规制中的并网》

（２００９年汉堡大学）；刘鸿雁：《欧盟与中国竞争法中的定期船联盟》（２０１０年汉堡大学）；于馨淼：《论欧盟
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代替反倾销法的可能性》（２０１０年哥廷根大学）；刘阳：《电网收费的成本取向》（２０１２
年波恩大学）；李升：《国家监管与竞争张力中的电力经济：中德法律比较》 （２０１５年拜罗伊特大学）；王艳
虎：《网络经济中的行业规制与一般竞争法监管：以电网与电讯行业为例的中德比较》 （２０１６年柏林自由大
学）；剌森：《欧盟与中国竞争法的私人赔偿诉讼》（２０１６年汉堡大学）；张芸：《反垄断赔偿诉讼中适格被告
的中德比较》（２０１８年柏林自由大学）。
仲裁法方面共有３篇论文，包括孙臖：《德国与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历史与法律观察》 （２００２年马尔堡大
学）；张志：《仲裁改革中的自由化、国际化和本土化：〈贸法会仲裁示范法〉背景下的中德仲裁法改革比较

研究》（２０１２年海德堡大学）；王源：《最高人民法院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作用》（２０１８年哈勒大学）。



达，所以中国博士生选择这一方向的比较罕见。

　　劳动法很早即为中国留学生所关注，共有八篇论文发表。〔２４〕

　　２．刑法
　　中国刑法学界对于德国法的重视大概始于２１世纪初。虽然早期中国留学生在德国撰写
的法学博士论文中就有三篇的研究对象为刑法问题，〔２５〕但在 １９９３年到 ２００４年的十余年
间，未产生一篇新的刑法博士论文，而在２００７年之后，又每年都有刑法博士论文发表。个
中原因，值得揣摩。一方面，中国在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间开始的就犯罪构成四要件与三阶层理
论的论辩，直接引发了对于德国刑法知识的需求。〔２６〕一些与德国刑法学者有联系的中国刑

法学者，开始推荐中国学生赴德攻读刑法博士学位。国内资深刑法学者对于德国刑法的认

同，直接鼓舞了青年学者到德国攻读博士学位的热情。而这些青年学者学成之后，大都进

入中国学术界，也使得德国刑法教授更加有动力接纳中国学生，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值得

一提的是，位于德国弗莱堡市的刑法马普研究所在过去四十间共培养了中国刑法博士 １４
名，除了早期的两名博士，其他人都活跃在高校与科研机构中。此外，德国刑法学界对于

中国刑法兴趣之强烈，也远远超过其他部门法。２０１０年成立了中德刑法学者联合会，既有
定期学术活动的举办，〔２７〕也有合作著述的出版，〔２８〕这使得中国青年学者能够获得更多的与

德国刑法学界交流的机会。刑法马普所每年组织与中国有关的学术活动，数量非常可观，

这与其现任的两位所长都有一定的中国情结有关，他们也更倾向于招收中国青年学者攻读

博士学位。

　　刑法学与犯罪学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比较分散，似乎不存在规律性特点。部分论文在
研究对象上存在交集，比如有两篇研究贿赂罪的博士论文，即余高能所著 《面向更合理有

效打击惩罚贿赂的策略》（２０１２年波恩大学）与陈昊明所著 《中德贿赂刑法处罚比较研究》

（２０１８年法兰克福大学）；两篇关于诈骗罪的博士论文，即蔡桂生所著 《诈骗罪中对于未来

事件的欺诈：从实证主义到目的合理的事实概念》 （２０１４年波恩大学）与王静所著 《财产

处分在盗窃与诈骗二者关系中的作用》（２０１６年弗莱堡大学）；两篇关于国际刑事法庭的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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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范剑虹：《根据德国比例原则与中国劳动仲裁调解固有原则的雇主解雇法律基础与控制体制》（１９９７年弗莱堡
大学）；李光：《在德国的中国雇员之劳动关系》（２００５年弗莱堡大学）；王倩：《中国新劳动合同法中的解雇
保护：与德国的对比分析》（２０１２年不来梅大学）；王茜梦：《企业 （部分）并购与劳动关系归属》（２０１２年
慕尼黑大学）；朱军：《德国债法现代化后的雇员差额责任》（２０１３年哥廷根大学）；沈媛：《企业并购时劳动
合同的承继》（２０１４年科隆大学）；张维文：《对于员工的录像监控》（２０１７年帕绍大学）；李羡蓓：《劳务派
遣中被派遣员工的法律保护》（２０１６年纽伦堡大学）。
分别为李海东：《国际刑法原则：中国与德国国际刑法的比较研究》 （１９９１年弗莱堡大学）；张美英：《中国
与德国刑法执行领域的发展与体制》（１９９２年图宾根大学）；郑伟：《侵占的客体与主体：以德中法律为重点
的比较研究》（１９９２年帕绍大学）。
这一推测来源于周遵友的提示。参见梁根林：《犯罪论体系与刑法学科建构》，《法学研究》２０１３年第 １期，
第１０页以下；劳东燕：《刑法学知识论的发展走向与基本问题》，《法学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第２７页以下。
中德刑法研讨会于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已经举办了四届。此外还有汉学系参与组织的刑法会
议，如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３０日到１２月２日在弗莱堡大学举办的 “中国的刑法体系：历史根源、当前状况及未来

挑战”研讨会 （此次会议有多名中国法史学者参加）；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５日到１６日在科隆大学举办的 “中国司

法改革与刑事诉讼法”研讨会。这个系列的会议旨在增加德国对中国刑法的了解。

维尔茨堡的埃里克·希尔根多夫 （ＥｒｉｃＨｉｌｇｅｎｄｏｒｆ）教授与梁根林教授在德国 ＭｏｈｒＳｉｅｂｅｃｋ出版社创立了 《东

亚刑法文丛》，在德国已经出版五卷，在中国也对应的文集出版。《当代德国刑事法研究》也是中德合作出版

的另外一个文集，目前出版有两卷。



士论文，即魏武所著 《国际刑事审判庭中公诉人的角色》 （２００７年弗莱堡大学）与赵晨光
所著 《国际刑事法庭与中国》（２０１７年弗莱堡大学）。除此之外，中国法学博士所选择的题
目从刑法总则到刑法分则，从刑法到刑事诉讼法，范围非常宽广。〔２９〕

　　３．公法
　　在公法方面，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对中国的影响彼此抗衡，在知识对接上存在一定障
碍，而且公法研究也更多受到国体不同的影响，所以公法的论文比较少，增长也比较缓慢，

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其中，第一篇论文为王维达１９９３年发表的 《经济行政法对

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经济行政法作为调控手段的功能》，十年之后才有第二篇论文即刘

飞所著 《司法审查作为中国行政法发展的因素：中德比较研究》发表。宪法方面，论文数

量稍微多些，前后有谢立斌关于中德经济宪法 （２００７年汉堡大学）、陈征关于新调控模式
与宪法的关系 （２００９年汉堡大学）、刘道前关于德国宪法法院地位与功能 （２０１３年哥廷根
大学）共三篇论文发表。此外，关于所有权的宪法保护共有两篇论文产生，〔３０〕关于社会基

本权利保护 （吕海英 ２０１４年柏林自由大学）、立法程序 （张小丹 ２０１７年法兰克福大学）、
政治党派 （曹茨 ２０１０年图宾根大学、刘刚 ２０１３年柏林洪堡大学）以及种族画像 （Ｒａｃｉ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刘宗路２０１８年弗莱堡大学）亦有博士论文发表，但后面的三篇论文都没有或者只
是附带性涉及中国。〔３１〕行政法方面的论文还关注国家公用设施保证 （朱静文 ２００７年慕尼
黑大学）、ＤＮＡ基因库立法 （秦静２０１２年弗莱堡大学）和公交系统调控 （刘冬阳 ２０１８年
汉堡大学）。

　　４．其他领域
　　在国际私法〔３２〕与国际公法方面，也有不少中国博士生撰写的毕业论文发表，国际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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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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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海龙：《中德视野中的财政背信罪：中德对于违法使用公款的可处罚性》 （２００４年慕尼黑大学）；樊文：
《犯罪生涯———犯罪、制裁和再犯》 （２００９年弗莱堡大学）；杨萌： 《中德两国关于预备行为的可处罚性》

（２００９年慕尼黑大学）；王莹：《著作权的刑法保护》（２０１１年弗莱堡大学）；刘家汝：《上市公司机关成员因
为违反忠诚义务行为在中国的刑事处罚》（２０１１年海德堡大学）；熊琦：《大众媒体与刑事判决》（２０１２年弗
莱堡大学）；王钰：《因无刑事处罚需要而不追究刑事责任的量与质限制手段》 （２０１３年慕尼黑大学）；牛露
露：《德国刑法典第２８３条及以下可处罚性的客观前提》（２０１３年波恩大学）；王钢：《营救酷刑的刑事合法
化———德国与美国的比较研究》（２０１４年弗莱堡大学）；周遵友：《安全与自由的平衡———中国与德国反恐立
法研究》（２０１４年弗莱堡大学）；黄礼登：《刑事程序中检察院作用的中德比较》 （２０１４年柏林洪堡大学）；
谢焱：《惩治有组织犯罪刑事法对策的中德比较研究》（２０１４年慕尼黑大学）；黄河：《犯罪人与受害人平衡
关系的发展》（２０１５年波鸿大学）；李倩：《德国刑事诉讼法第２５２条的证据禁止》（２０１５年柏林自由大学）；
林静：《中国银行机构反洗钱规制与合规》（２０１６年弗莱堡大学）；周子实：《性犯罪的历史现状与发展：中
德关于性犯罪法与性犯罪政策的比较》（２０１７年弗莱堡大学）；张正宇：《中德犯罪概念的比较》（２０１７年马
尔堡大学）；张婷：《网络犯罪对共同犯罪理论的挑战》（２０１７年汉堡大学）；隗佳：《家庭暴力的刑法保护》
（２０１８年弗莱堡大学）；王华伟：《互联网服务商的刑法责任》（２０１８年弗莱堡大学）；王颍：《青少年处罚缓
刑及缓刑帮助的中德比较研究》（２０１８年海德堡大学）；宗玉琨：《刑事程序中的证据禁止：德、美、中法律
的比较研究》（２０１８年弗莱堡大学）。
白媛媛：《财产作为征收补偿：中德赔偿法比较》（２０１２年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宋新：《社会主义持续与变
革张力中的中国新物权法：论中国对私有财产宪法保护的再发展》（２０１３年法兰克福大学）。
例如，刘刚的论文中只有最后部分有６页 （全文共１９８页）讨论的是中国的情况。
赵杭：《与国有企业签订的国际债务合同适用的法律：主要参考中国与德国国际私法》 （１９９２年曼海姆大
学）；马琳：《中国区际冲突法———特别是在继承与家庭法方面：与德国区际冲突法比较》 （１９９７年汉堡大
学）；陈卫佐：《国际条约的冲突规范中的反致和转致》 （２００４年萨尔大学）。此外还有秦瑞亭与薛童的论文
（见后文）。



的论文一般使用英文。〔３３〕在法理学与法哲学方面，因为中国资深学者与德国的联系很紧

密，所以尽管研究难度大，依然有一些中国博士生选择这一方向。而且因为罗伯特·阿列

克西之故，大多集中在基尔大学，但在个别其他大学也有少量论文产生。〔３４〕中国留学生在

关于具体制度的研究中都包含有法制史的梳理，但纯粹法制史的研究比较少，仅查找到四

篇论文。〔３５〕社会保障法方面在 ２０１０年开始逐渐起步，共有五篇论文发表。〔３６〕在海商法、
税法与环境法领域也有一系列的博士论文发表。〔３７〕

　　５．选题的集中性
　　在论文选题方面一个比较引人注意的现象是题目的重叠性，而且在各个部门法中都存
在。最突出的是关于格式条款的研究，共有六篇博士论文发表，分别为张里安所著 《公用

企业的格式条款》 （２００１年特里尔大学）、朱岩所著 《格式条款内容规制的中德比较》

（２００４年不来梅大学）、贺栩栩所著 《格式条款规制与银行业务中的格式条款设计》 （２０１２
年慕尼黑大学）、祁春轶所著 《生产过程中的法律移植：中德格式条款规制》（２０１３年法兰
克福大学）、王剑一所著 《德国格式条款规制与欧洲合同法对于非议定条款的规定：对中国

格式条款规制改革的比较研究》（２０１５年明斯特大学）以及刘培培所著 《中德一般交易条

款与格式条款内容规制比较》（２０１５年柏林自由大学）。从德国视角来看，对这一选题的重
视程度与格式条款在实践中的意义是相匹配的，并不显得突兀。

　　在国际私法领域，虽然论文整体数量不多，但有两篇论文关注当事人自治，分别为秦
瑞亭所著 《当事人自治：一个比较法上的研究》 （２００３年法兰克福大学）以及薛童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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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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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勇平：《香港与欧盟———兼论国际法上的主体资格和缔约权限问题》 （２００３年马尔堡大学）；王贵勤：《南
海特别是南沙群岛的领土问题》（２００５年马尔堡大学）；杨海江：《沿海国对于内陆水域和领海上外国商船的
管辖权》（２００６年汉堡大学）；徐以祥：《气候保护纳入中国法律体系》（２００８年图宾根大学）；贺赞：《国际
法院临时保护措施实践》（２０１０年科隆大学）；徐梦瑶：《世界贸易组织公约在中国的适用》（２０１２年图宾根
大学）；唐雅：《人权条约的保留》（２０１５年图宾根大学）；聂明岩：《建立亚洲外层空间合作的法律框架与基
础》（２０１６年科隆大学）；王润宇：《南极矿产资源开发国际法》（２０１７年汉堡大学）；扶怡：《湄公河盆地国
际水权制度分析》（２０１７年哥廷根大学）；卢婧：《国际法视角下的国家分裂》（２０１８年雷根斯堡大学）。
张颵：《人民、权威与基本权利———一项商讨理论的研究》 （２０１０年基尔大学）；张青波：《后果取向的法律
论证：法律论证对中国的意义》（２０１０年法兰克福大学）；朱光：《分离命题与包容性实证主义》（２０１２年基
尔大学）；王晖：《法律适用的主观性与客观性》 （２０１３年基尔大学）；胡峰：《法经济学作为法律适用的方
法》（２０１８年柏林洪堡大学）；汤沛丰：《康德论财产与国家》（２０１９年弗莱堡大学）。
焦莉：《德国 〈民法典〉对于中华民国１９２９年 〈民法典〉的影响》 （２００９年基尔大学）；雷勇：《寻找现代
国家：伯伦知理一般国家理论对梁启超国家思想的影响》（２０１０年法兰克福大学）；韩毅：《德意志帝国时期
的动物法律保护》（２０１４年科隆大学）；杨若：《中国在儒家背景下对于欧洲私法的继受：以侵权法在中国
２０世纪初的继受为例》（２０１５年法兰克福大学）。
肖慧芳：《法定意外保险中德比较》 （２００８年法兰克福大学）；娄宇： 《中德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比较研究》
（２０１１年法兰克福大学）；刘冬梅：《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特别关注宪法与国际机构的作用》 （２０１１年
慕尼黑大学）；左菁：《中德农业社会保障比较》（２０１１年科隆大学）；胡川宁：《社会保障房建设中德比较》
（２０１４年耶拿大学）。
海商法方向的论文包括朱玲：《燃油污染损害的强制保险与赔偿》 （２００７年汉堡大学）；黄渝娜：《船舶源污
染造成纯粹经济损失的可赔偿性》（２０１１年汉堡大学）。税法方向的论文包括寿舒宁：《２００８年企业税务改革
法中的利息限制》（２０１０年慕尼黑大学）；孙博：《现代营业税原则：德国、欧盟与中国比较》（２０１６年柏林
自由大学）；朱轶凡：《德国与欧盟通过生态税进行环境保护———作为中国引入生态税的前景》（２０１６年哥廷
根大学）；刘志鑫：《直接税领域的一贯性原则与体系正义要求》 （２０１７年慕尼黑大学）；廖涛：《〈增值税
法〉第１条第１ａ款中的企业转让与 〈所得税法〉第１６条中的业务单元转让》（２０１７年柏林自由大学）。环境
法方向的论文包括朱国林：《中国与德国环境民法保护》（１９９６年特里尔大学）；吴梅：《环境专业规划中的
公众参与》（２０１３年特里尔大学）；陈思宇：《中德法中的环境影响评价》（２０１７年柏林自由大学）等。



《中国国际私法中的当事人自治》（２０１６年科隆大学）。
　　在侵权法方面，医疗责任亦有两篇论文，即曾见所著 《中国医疗侵权责任：概况、发

展与德国的比较》（２０１１年哥廷根大学）与贺剑所著 《医疗侵权中的比例责任》 （２０１７年
曼海姆大学）。在产品责任方面，杜佳 （２００１年特里尔大学）和丁强 （２００４年明斯特大
学）所著论文题目几乎一致，均为 “中德产品责任比较”。在人格权方面，亦有倪宁所著

《中国人格权保护：特别是针对员工而言———与德国 〈民法典〉及 〈一般平等法〉的比较》

（２０１１年图宾根大学）及陈娜所著 《中德一般人格权法教义学与法历史的比较》 （２０１３年
耶拿大学）。

　　在民事诉讼法领域，就和解程序也有两篇论文，即田洁所著 《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中

德比较》（２００７年雷根斯堡大学）和刘思思所著 《德国诉讼和解经验视角下中国调解的发

展》（２０１５年科隆大学）。在公司法与资本市场法方面，研究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博士
论文有两篇，分别为白江 （２００５年）与李云琦 （２０１８年）所著。〔３８〕马卫华 （１９９９年雷根
斯堡大学）以及杨亦莹 （２０１５年弗莱堡大学）的论文都是关于银行监管的中德比较研究。
　　这些论文研究的问题近似，但侧重点、入手点有所不同，因此可能产生内容与风格完
全不同的论文。如果写就的年代不同，相关法律的变动使得内容上无论如何也是有差别的。

但也有时间比较靠近、研究问题也比较接近的论文产生。比如在破产法领域，葛平亮所著

《中德企业集团破产的程序设计：对德国规定与经验的借鉴》（２０１６年汉堡大学）与洪艳所
著 《企业集团破产时的实体合并：对美国、德国、中国的比较研究》 （２０１９年柏林洪堡大
学）都是关于企业集团破产的处理方式的研究，而且也都是在对美国的实体合并与德国的

程序合并这两种解决问题的不同进路进行比较后，为中国的处理方式提出建议。

　　 （三）授予博士学位的高校

　　在授予博士学位的高校方面，存在相当大的不均衡，在区域上总体是西部多、东部少，
而且所在地为大城市的大学多。已毕业中国留德法学博士主要集中在几所大学，具体数据

如下：

　　弗莱堡大学 （３０）、慕尼黑大学 （２８）、汉堡大学 （２７）、哥廷根大学 （２３）、柏林洪堡大
学 （２２）、法兰克福大学 （２１）、科隆大学 （１８）、明斯特大学 （１３）、耶拿大学 （１２）、柏林
自由大学 （１１）、波恩大学 （１０）、图宾根大学 （９）、帕绍大学 （９）、马尔堡大学 （８）、海德
堡大学 （８）、拜罗伊特大学 （６）、奥斯纳布吕克大学 （６）、特里尔大学 （５）、雷根斯堡大学
（５）、萨尔大学 （５）、不来梅大学 （４）、基尔大学 （４）、美因茨大学 （３）、奥格斯堡大学
（２）、曼海姆大学 （２）、埃尔朗根 纽伦堡大学 （２）、波鸿大学 （２）、哈勒大学 （１）、吉森大
学 （１）、维尔茨堡大学 （１）、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 （１）、慕尼黑联邦国防军大学 （１）、施派
尔行政学院 （１）、汉诺威大学 （１）。
　　这一分布差异的原因主要有：其一，中国留学生因为实习、兼职以及生活等方面的便利性
需求，更偏向大城市，所以毕业人数最多的六所大学中，除了弗莱堡大学与哥廷根大学之外，

都在大城市。其二，慕尼黑大学、弗莱堡大学、汉堡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均是马普所所在地的

大学，而马普所没有授予博士学位的资格，所以在马普所攻读博士，学位最终由马普所导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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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职的大学授予。比如，从弗莱堡大学毕业的中国法学博士，大约近一半是在刑法马普所完

成其博士论文，而知识产权方面的论文很多产生在慕尼黑的知识产权马普所。其三，授予

博士学位最多的八所高校均与国内高校有合作办学项目或者其他合作关系，比如南京大学

与德国哥廷根大学共同创办的中德法学研究所，中国政法大学与慕尼黑大学、弗莱堡大学、

汉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柏林洪堡大学、科隆大学及明斯特大学合办的中德法学院，中

国人民大学与慕尼黑大学也存在紧密的合作关系。其四，对于中国博士生来说，德国大学

的排名只有参考作用，而且像海德堡大学这样的名校，对于德语水平与专业成绩要求很高，

导致很难获得攻读博士学位的资格，所以从海德堡大学毕业的中国法学博士并不多。

　　 （四）导师

　　中国博士生在选择导师方面，有两个特点。一是名师多，导师中除了有原德国联邦宪
法法院法官外，〔３９〕还有各个领域的知名学者，比如刑法马普所所长齐白 （ＵｌｒｉｃｈＳｉｅｂｅｒ）、〔４０〕

侵权法方面的冯·巴尔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ｖｏｎＢａｒ）、〔４１〕竞争法领域的原德国竞争委员会主席丹尼
尔·齐默尔 （ＤａｎｉｅｌＺｉｍｍｅｒ）、〔４２〕汉堡私法马普所荣休所长尤尔根·巴瑟多 （ＪüｒｇｅｎＢａｓｅ
ｄｏｗ）、〔４３〕法理学领域的罗伯特·阿列克西 （ＲｏｂｅｒｔＡｌｅｘｙ）、贡塔·托依布纳 （Ｇｕｎｔｈｅｒ
Ｔｅｕｂｎｅｒ）、克里斯托夫·默勒斯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Ｍｌｌｅｒｓ）等。
　　二是导师的选择也比较集中。一些热门导师都曾指导过多名中国法学博士，如指导了
七名中国博士生的柏林洪堡大学教授托马斯·莱塞尔 （ＴｈｏｍａｓＲａｉｓｅｒ）、〔４４〕帕绍大学教授孟
文理 （ＵｌｒｉｃｈＭａｎｔｈｅ）、〔４５〕 弗莱堡大学教授汉斯 约格·阿尔布莱希特 （ＨａｎｓＪｒｇＡｌ
ｂｒｅｃｈｔ）、〔４６〕原哥廷根大学教授文德浩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Ｗｅｎｄｅｈｏｒｓｔ），〔４７〕指导了六名中国博士生
的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弗兰茨·尤尔根·塞克 （ＦｒａｎｚＪüｒｇｅｎＳｃｋｅｒ），〔４８〕指导了五名中国博
士生的弗莱堡大学教授乌维·布劳洛克 （ＵｗｅＢｌａｕｒｏｃｋ）、〔４９〕海德堡大学教授博克哈德·汉
斯 （ＢｕｒｋｈａｒｄｔＨｅｓｓ）、〔５０〕明斯特大学教授赖讷尔·舒尔茨 （ＲｅｉｎｅｒＳｃｈｕｌｚｅ），〔５１〕指导了四
名中国博士生的法兰克福大学教授英格沃·埃布森 （ＩｎｇｗｅｒＥｂｓｅｎ）〔５２〕与赫尔穆特·科尔
（ＨｅｌｍｕｔＫｏｈｌ）〔５３〕、弗莱堡大学教授罗尔夫·施蒂尔纳 （ＲｏｌｆＳｔüｒｎｅｒ）、〔５４〕科隆大学教授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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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原德国宪法法院法官费迪南德·德基霍夫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Ｋｉｒｃｈｈｏｆ）指导过曹茨，原德国宪法法院法官迪特·格林
（ＤｉｅｔｅｒＧｒｉｍｍ）指导过刘刚。
指导中国留学生：王华伟、周遵友、宗玉琨。

指导中国留学生：宗绪志、焦美华、张红。

指导中国留学生：周万里、郑观、袁嘉。

指导中国留学生：黄渝娜、刘鸿雁、朱玲。

指导中国留学生：王亚飞、张怀岭、余佳楠、唐磊、白江、张双根、高旭军。

指导中国留学生：刘学萍、何蓉、欧阳苏芳、刘萍、迟颖、周梅、甄童。

指导中国留学生：隗佳、周子实、林静、赵晨光、熊琦、王莹、樊文。

指导中国留学生：袁力、张杭、曾见、张姝、纪海龙、于迅 （音）、刘青文。

指导中国留学生：王琦、张芸、朱骏、王艳虎、刘培培、金枫梁。

指导中国留学生：李云琦、杨亦莹、孙静、郑晓清、邵建东。

指导中国留学生：金印、卢佩、张志、吴枚、周翠。

指导中国留学生：王剑一、金晶、李诚、周露露、魏佳。

指导中国留学生：张小丹、娄宇、喻文光、肖慧芳。

指导中国留学生：丁晓春 （原由德国知名物权法教授曼弗雷德·沃尔夫指导，在其２００７年突然过世后转由赫
尔穆特·科尔指导）、袁治杰、李里晶、杨继。

指导中国留学生：王洪亮、马丁、徐杭、傅梅瑛。



伯特·霍恩 （ＮｏｒｂｅｒｔＨｏｒｎ）、〔５５〕慕尼黑大学教授贝恩德·许内曼 （ＢｅｒｎｄＳｃｈüｎｅｍａｎｎ）、〔５６〕

哥廷根大学教授史彼得 （ＰｅｔｅｒＴｏｂｉａｓＳｔｏｌｌ）、〔５７〕耶拿大学教授瓦尔特·拜耳 （ＷａｌｔｅｒＢａｙｅｒ）〔５８〕

与伊丽莎白·科赫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Ｋｏｃｈ）〔５９〕、马尔堡大学教授吉伯特·高尼希 （ＧｉｌｂｅｒｔＧｏｒｎｉｇ）。〔６０〕

　　如果考虑到目前在读博士生以及因种种原因中止或放弃博士学业的学生，这些导师指

导中国学生的总数实际上还要更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当然是名师的吸引力，

并且这些导师对中国与中国法抱有兴趣，也有一些导师希望在海外扩大影响，上述这些德

国教授大都多次到访中国。此外，选择已经指导过中国学生的导师是比较保险的做法，这

样师生间对于论文的完成情况有一定的心理预期。最后一点是，德国教授招收博士生没有

名额限制，上面所列部分教授指导过的博士生接近甚至超过百人。虽然获得博士入学资格

要求法律硕士毕业成绩达到一定分数甚至是德国成绩等级中的最高分，但也有一些变通的

方法。因此，只要有导师愿意接收某一学生为博士生，一般都可以被录取。选择名师的缺

点与优点同样明显。知名学者事务繁忙，用于指导学生的时间比较有限，如果招收学生数

量众多，那么不在导师教席工作的博士生与导师专业方面的交流就比较有限，导师与博士

生的关系远不如国内那样密切。

　　 （五）论文完成时间

　　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学制方面没有固定期限。一些学校规定录取后一定时间内没有

完成博士论文，入学资格就被取消，但允许申请延期或者再次申请入学资格。德国为本国

学生攻读法学类博士提供的奖学金非常有限，而且申请期限固定、周期长，所以本国博士

生通常选择在导师的教席或者律师事务所兼职。德国博士生完成论文的时间长短不一，〔６１〕

在一些热门专业如公司法、资本市场法、网络法等方向，因为被录取的很多是国家考试成

绩最优秀的毕业生，具有良好的工作习惯和时间管理能力，所以有一些人在不到两年的时

间内就能够完成论文。而外国博士生需要的时间要长很多，中国博士生毕业的年龄大概都

在３０岁左右。〔６２〕德国基金会与中国留学基金委资助攻读博士学位的时间最长为四年，这也

是外国学生完成博士论文通常需要的时间。

　　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的篇幅一般都不长，在二百页上下，所以四年内完成是比较现实

的。之所以读博花费时间长，首先因为德语在中国属于小语种且难度较大，仅学习语言就

要花费大量时间。其次，很多导师希望外国学生在攻读博士学位前，能够先攻读本校的法

律硕士学位，以便为撰写博士论文打下基础，并进一步熟悉德国法与德国学术规范。而很

多中国留学生已经在国内获得了法学或者法律硕士学位，再完成一个法律硕士学位则把开

始读博的时间推迟了一到两年。此外，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一般无需上课，博士生与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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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中国留学生：孙筱、黄树稳、罗莉、郭光。

指导中国留学生：杜海龙、杨萌、王钰、谢焱。

指导中国留学生：扶怡、朱逸凡、陈戈、王祯。

指导中国留学生：任宏达、王鲜蕊、佟玲、何人可。

指导中国留学生：温大军、章贺铭、祁悦实、米婷。

指导中国留学生：李丽、王贵勤、葛勇平、孙臖。

参见刘毅、张陈果：《德国法学教育访谈》，《社会科学论坛 （学术评论卷）》２００７年第３期，第１０６页。
毕业时的年龄信息来源于德国国家图书馆录入的出版物信息。当然，因为德国法学教育时间长，所以很多德

国博士生毕业时也差不多是这个年龄。



的接触也非常有限，完成论文主要依靠博士生的自律性。而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的外国学

生游离在德国博士生的主流群体之外，来自同龄人的压力更小。很多博士生为了今后的就

业，积极参与国内学术活动，投身翻译项目、撰写国内期刊论文，或者兼职、实习，也因

此推延了毕业时间。

二、对于中德法学交流和发展的推动

　　中国留学生在德国虽然主要抱着学习德国法的目的撰写博士论文，但他们的研究成果
因以德语发表之故，首先惠及的是德语区读者。归国后，如果这些博士从事学术研究，一

般都有机会将其研究成果再通过中文出版物传播，对于中国相关法学学科视野的拓展、知

识的丰富，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这些留德法学博士无疑是中德法学

学术交流的重要使者。具体而言，他们对于增进中德法律领域的发展与相互了解的作用，

至少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一）推动德国对中国法的研究

　　随着中德经贸往来的深化，德国对于中国法知识的需求不断增加，而中国留德学生无
论在研究力量还是研究成果方面，对于德国增进对中国法的了解均发挥了可观的作用。这

主要体现在这样几点：其一，德国专职研究中国法的学者数量很少，因而以中国法为研究

对象的法学博士生是德国研究中国法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一领域，来自中国的留学

生远远超过德国本土博士生的数量。根据笔者的初步统计，在 １９７８年以来的四十年间，德
国本土作者发表的以中国法为内容的博士论文不到 ９０篇。其二，德国对于中国法的研究在
专著方面以博士论文为主。德国本土作者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商法、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

而中国留学生的研究领域更为宽广，大大增加了德语世界之中国法文献的供给，并为德国

本土作者开展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其三，中国留德学生与德国本土的中国法研

究力量存在频繁的互动，很多研究中国法的德国本土博士生也选择前文提及的热门导师来

指导论文，从而促进了德国的中国法研究社区的形成。德国导师通过指导中国留学生的博

士论文，也进一步拓宽了自身的研究领域，并积极推动、参与中德法学交流。这些推动作

用的发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也体现在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的影响力上。

　　考虑到德国已有数据库并不特别搜集论文的引用情况，而且多数博士论文被其他博士
论文引用较多，而书籍中的引用情况更加难以查找，所以本文不对中国留学生的博士论文

作引用上的数量考察。除了引用情况外，对于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的影响力评价还包括下

面几个因素：一是论文发表的出版社，二是书评中的评价，三是论文获奖情况。这几个因

素中，除了出版社，除非作者在自己的简历中注明，其他信息查找起来都比较困难，所以

这里也只能是一个非常粗略的介绍。

　　德国有几家主要出版法学博士论文的学术出版社，水平相当，但因为董科与胡姆布洛
特 （Ｄｕｎｃｋｅｒ＆Ｈｕｍｂｌｏｔ）出版社的出版费用最高，所以在该出版社出版的难度最大。〔６３〕在

这些出版社出版博士论文，一般都要纳入相应的文丛，而文丛的主编也会在质量上再次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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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本文研究的博士论文中在此出版社出版的共有 １８本：汤沛丰、宗玉琨、陈霄、樊文、贺剑、蒋白果、李羡
蓓、林静、刘刚、刘家汝、马丁、田丽纯、熊琦、许德风、王钢、张小丹、赵晨光、周遵友。



关。所以能够在这些出版社出版论文，至少表明该论文水平突出，而且该作者对于德国的

学术运行机制比较熟悉，并能够运作到必要的出版资金。很多时候，导师在这方面的提示

与提携尤为重要。近几年，这些专业出版社也推出了关于中国法的文丛，包括德古意特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出版社的 《德中法律家协会文丛》，诺莫斯 （Ｎｏｍｏｓ）出版社的 《东亚法文丛》 《中

国法与法文化研究》，摩尔·兹贝克 （ＭｏｈｒＳｉｅｂｅｃｋ）出版社的 《东亚私法文丛》《东亚刑法文

丛》。但出版社只是一个指标。中国法学博士的论文很多都在兰培德 （ＰｅｔｅｒＬａｎｇ）、利特
（ＬＩＴ）和科瓦克博士 （Ｄｒ．Ｋｏｖａ）出版社出版，英文的论文也多选择施普林格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出
版社。其中兰培德、利特出版社以出版各专业博士论文为主，质量中规中矩，而科瓦克博士

出版社因为费用最为便宜，出版周期短，所以颇受欢迎，也有不少优秀论文在此出版社出

版。但是科瓦克博士出版社对于论文内容不作审查，所以难免良莠不齐。最后，还有一些

论文发表在互联网上，也有自己装订成册由大学分发给相应的图书馆，以满足发表要求。

　　书评是德国法学进行同行评价的一个途径，〔６４〕一些图书馆订购新书时也参考杂志书评
的目录，所以一本博士论文如果能够找到书评人，就是其水平的一个体现。如果书评能够

刊登在知名期刊，而且评价是积极的，那么也是对论文品质的肯定。中国法学博士论文在

不同专业的关注度不同，知识产权法最高，民事程序法 （包括破产法）也超出平均水平，

其他领域的趋势并不非常明显。如果论文可以在博士文丛中出版，基于主编的人际关系，

获得书评的可能性就更高。以中国法为内容的论文被评的机会相对比较小，这是因为潜在

最主要的书评人就是德国几个专职研究中国法的学者，这些学者还要互相为彼此的著述撰

写书评，而近几年每年出版的中国法 （包含德国本土作者在内）博士论文高达 ３０多部，所
以书评力量严重不足。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中国留学生的博士论文为书评所关注，包括

陈霄、贺剑、葛平亮、李鑫、李里晶、刘道前、谯荣德、沈恒亮、熊琦、王钢、王莹、王

媛媛、许德风、张青波、钟莲、周翠。这些论文绝大多数代表了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的最

高水平，但也有书评人给予一般评价的情形。

　　论文的获奖情况比较难以查找，因为论文奖项种类较多，而且获奖情况未必公布，所
以主要以作者简历上的说明以及博士论文的前言为线索进行检索。在公开材料中能查找到

的有齐晓琨的论文 《中国与德国民法对名誉权保护之区别的背景研究》获得２０１４年度米歇
尔曼奖〔６５〕以及陈霄所著 《中德股份公司的管理与监督》获得柏林洪堡大学２０１４年三篇最
佳博士论文之一。〔６６〕

　　 （二）对中国法学的影响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德国法学博士的需求虽然不小，但在职业生涯起步期，高校教
师的压力远比实务界同仁大，所以不少人倾向选择在实务界工作。粗略统计，从事学术与

非学术的比例大致各为一半。不同专业，这个比例也不同，刑法、法理、公法与民事诉讼

法方向的博士从事学术研究的比例较高，而知识产权、破产、公司法方向的则较低。随着

德国法学博士毕业人数的增加，其回国后工作的分布区域越来越广阔，有向内地扩展的趋

势。归国留德法学博士对于部门法具体制度方面的贡献，因为太过广泛，不是本文考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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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６５〕
〔６６〕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ｒａｔ，ＰｅｒｓｐｅｋｔｉｖｅｎｄｅｒＲｅｃｈｔ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Ｓ．４９ｆｆ．
ｈｔｔｐｓ：／／ｉｄｗ－ｏｎｌｉｎｅ．ｄｅ／ｄｅ／ｎｅｗｓ８３３２２．
该博士论文前言言及此。



对象。本文更倾向于讨论的是留德法学博士这个群体对于中国法学的超越部门法的整体影

响。总体上，这种影响是一种从知识到方法的延伸，这里的方法包括治学的方法与教学的

方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下面四个方面：

　　１．通过启动、参与翻译项目与创办集刊对德国法知识的传播。相应的文丛包括米健主持
的 《当代德国法学名著》、吴越主持的 《德国法学教科书译丛》、邵建东、方小敏主持的 《德

国联邦最高法院典型判例研究》以及李昊推动的 《外国法学教科书精品译丛》。这些德语著作

的翻译主要是由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所承担。〔６７〕在这些系列外，还有针对特定领域创

立的外国法文丛，也都有留德法学博士参与翻译工作。此外，德国期刊论文的翻译很多是在邵

建东、方小敏主编的 《中德法学论坛》以及王洪亮、张双根与田士永创办的 《中德私法研

究》两本集刊中发表，藉此引介了大量的经典论文以及反映德国法学发展最新动态的文章。

　　２．对于法教义学在部门法中应用的推动。法教义学在中国近十年的广泛讨论与德国法
的直接影响密不可分，也催生了大量本体论著述的发表。最先发掘这一话题的学者来自于法理

学界，而对于其在部门法特别是民法领域应用的推动，留德博士的贡献最为明显。对于法教义

学在刑法、宪法行政法以及民事诉讼法等领域的应用，留德学者也起到了参与的作用。〔６８〕在

民法领域，教义学讨论的启动始于许德风，〔６９〕他对于方法论的关注，在其德国博士论文中

就已经有所体现。之后，２０１０年 《中德私法研究》亦就此话题组织讨论；２０１５年 《北航法

律评论》第１辑针对法教义学与法学教育刊发了多篇原创与翻译作品，把德国最新的研究
成果推介到中国，加深了中国法学界对于法教义学在学术与教学的作业方式方面的直观了

解；２０１６年在华东政法大学召开了首届中德法学方法论论坛。〔７０〕这些活动都有大量留德博
士的参与，促进了法教义学在民法学界讨论的深入与繁荣以及法教义学论文写作方式的引入。

　　３．案例练习课的引入与推广。案例练习课是德国大学法学教育中最有特色的组成部
分，〔７１〕其在中国的引入与推广也得到有德国留学背景的学者的广泛参与。〔７２〕案例练习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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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７２〕

《当代德国法学名著》系列有丁强、王洪亮、王晓晔、朱岩、刘飞、张双根、张学哲、杨继、迟颖、邵建东、

陈卫佐、徐国建、程建英、马丁参与。《德国法学教科书译丛》系列有吴越、丁晓春、周翠、喻文光、罗莉

参与。《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典型判例研究》系列有邵建东、刘青文、高旭军参与。 《外国法学教科书精品译

丛》系列有张艳、杨大可、蔡桂生、沈小军、温大军、葛平亮参与。

在刑法领域，资深学者如陈兴良很早就已经主张刑法的教义学转向 （参见陈兴良： 《刑法教义学方法论》，

《法学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２期）。在宪法领域同样如此。关于民事诉讼法的教义学转型，参见吴泽勇：《民事诉
讼法教义学的登场———评王亚新、陈杭平、刘君博：〈中国民事诉讼法重点讲义〉》，《交大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３
期，第１７３页 （认为 《重点讲义》 “是我国第一部具有清晰的法教义学方法论意识的民事诉讼法学著作”）。

吴泽勇所说的 “著作”指的可能是图书类著作，因为论文类著作中，如果以讨论对象是否为中国法律规定的

解释问题、素材是否为中国法院判决、引用的是否主要为中文文献为标准，还是已经有一些民事诉讼法教义

学文章发表的，尽管立法论与解释论相糅合的论文占大多数。

许德风：《论法教义学与价值判断———以民法方法为重点》，《中外法学》２００８年第２期；许德风：《法教义
学的应用》，《中外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该会议综述刊登在华东政法大学网站：ｈｔｔｐ：／／ｆａｓｈｉ．ｅｃｕｐｌ．ｅｄｕ．ｃｎ／ｓ／３１６／ｔ／１０７／６０／ｃａ／ｉｎｆｏ２４７７８．ｈｔｍ，２０１９年
３月１０日最后访问。
参见季红明、蒋毅、查云飞：《实践指向的法律人教育与案例分析———比较、反思、行动》，《北航法律评论》

２０１５年第１辑，第２１６页以下。
上引季红明等文 （第２２０页以下）列出如下教师：田士永、葛云松、许德风、刘哲玮、李昊、金可可、张定
军、黄家镇、胡川宁。此外，朱晓?也交流了其在这方面的心得体会，见其所著 《请求权基础实例研习教学

方法论》，《法治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期。中国政法大学中德法学院自２０１５年暑期开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自
２０１７年暑期开始，均每年开设 “德国法案例分析暑期班”。



引入不仅是授课手段的增加，更是法学教育理念的转变，即强调法律知识的储备，并通过

反复训练强化知识的运用与记忆，提高学生在具体案件中发现法律问题的敏锐度，增加思

维及分析的条理性，培养法律专业毕业生的实际工作能力。〔７３〕

　　４．对法律评注在中国落地的推动。法律评注是德国法学最为重要的一种文献类型，是
学术研究、司法、律师、行政部门实务工作以及法学教学必不可少的工具。〔７４〕在黄卉等留

德学者的大力推动下，〔７５〕法律评注在中国渐为人知。由朱庆育组织为 《法学家》撰写评注

的作者团队中，也有很多成员具有留德背景。

三、对于个人求学以及学术积累的意义

　　尽管接触、研究德国法的渠道、方式多种多样，不少年轻的学子还是有到德国读博的
情结。在海外使用非母语完成法学博士论文无疑是艰辛的。远离亲人与熟悉的环境，即便

通讯工具发达、沟通便利，孤独、苦闷、焦虑时常伴随着读博的整个过程，有时还面临着

与国内学术圈、实务界脱节的风险。没有国内导师的提携、同门的眷顾，也会使得海归博

士面临人际网络上的劣势。尽管国内一些高校优先录用海外博士，对这种付出多少是一种

补偿，但是这种补偿是否合理，也面临着一些质疑。在 ２０１７年底发表的一项高影响力青年
法学者名单中，被提及的具有德国法学博士学位的仅有两位。〔７６〕那些在德国仅有访学经历

的学者，包括洪堡学者及总理奖学金获得者，〔７７〕在高影响力群体中比例并不低，这使人不

得不反思留学投入的意义。

　　留学的经历，无论是否以攻读学位为目的，都会使留学生开阔视野，增加阅历，认识
到职业生涯与人生道路更多的可能性。对于从事学术研究抱有坚定信念的群体而言，德国

法学以严谨与规范见长，在这个学术体系内完成博士论文，是一个难得的学术训练。但一

名学者的研究能力是否因此获得本质上的提升，与其个人资质、知识积累、悟性、毅力、

抱负、勤奋程度、治学态度等有很大关系。因此，留学的经历更多是一个助力。此外，从

内容上看，很多中国留德博士生撰写的论文为中德比较，其中的困难在于需要对于两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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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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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葛云松、金可可、田士永、黄卉：《法治访谈录：请求权基础的案例教学法》， 《法律适用·司法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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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健、穆治霖、任雪丽、沈建峰、申卫星、孙宪忠、田坤、王洪亮、王宇、吴泽勇、许德风、徐美君、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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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这个名单是不完整的，一部分中国法学专业的学者比如王世洲、冯军并不为这两个关键词所覆盖。



度、学说、判例达到同等深度的研究，〔７８〕而且在文献方面一般要求尽量穷尽材料，因此对

于中国法的分析不仅要参考中文发表物，对于德文、英文来源也要予以关注。〔７９〕特别在比

较热门的商法、反垄断法、知识产权等领域，德文文献关于中国法的研究也很详尽，因此

即便中国留学生撰写的博士论文仅涉及中国法，面临的也不仅仅是外文写作而产生的困难，

还有处理大量外文文献而产生的附加工作量。

　　不容忽视的是，随着国内高校对于招聘新科博士所发表的期刊论文方面要求的增加，
有志回国从事学术的年轻学者无法把精力完全集中在博士论文上，导致博士论文完成时间

大幅延长。而在德国攻读法学博士，如果论文进度慢，在多数情况下会导致完成时间的成

倍增加。这是因为，博士论文在提交时，所有的文献必须使用最新版本，而德国常用法学

文献如法律评注、法学教科书等更新的速度非常快，导致即便论文主体部分已经完成，文

献的更新仍然需要耗费相当大的精力。而且如果需要更新的不仅是页码、边码等形式要件

也包括内容方面，那么论文相关部分也需要相应调整，有时甚至要推倒重来，这无疑大幅

增加了完成博士论文所需的时间投入，严重削减了可以用于撰写期刊论文的精力。因此，

在学术起步阶段，留德博士毕业时的学术积累虽然可能更多，但发表的研究成果反而会少

于国内博士，因此政策上对于留学人员的倾斜有一定的正当性。

　　应该看到，虽然留学德国并非刚刚开始，但德国高校大规模培养中国法学博士却是最
近几年的事。“７０后”在高校中的留德博士人数本身就不多。绝大多数活跃在高校的留德法
学博士都还很年轻，还在学术的起步或上升阶段，虽然一些成绩突出的个体已经展示了他

们未来的成就不会逊于目前的资深一代，但判断这个群体整体的未来发展，还为时过早。

而且必须考虑学术能力的施展也与学术资源的分配机制相关。〔８０〕更何况，学术研究需要个

人力量与团体力量相互配合，优秀的个人所能发挥的作用永远是有限的，法学水平的提升

依靠的更多是群体的力量。且不论大型学术项目中需要群体合力协作，仅是学术观点的回

应，也只有在相应的群体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能实现，而没有学者之间的对话，个体的观点

也无法上升为学术界的共识，难以影响立法与司法。

　　当然，在教育背景、职业兴趣、人生规划等方面，赴德攻读法学博士学位的群体本身
具有很大的异质性，而中国留德法学博士有近一半从事实务，所以考察留学的意义不应仅

限于对学术界的影响。

四、展　望

　　展望未来，虽然无法准确预测中国学生赴德攻读法学博士学位将如何发展，但也可以
观察到一定的趋势。目前在德国比较大的法律系中还有不少在读中国留学博士生，而且像

在笔者所在高校，近几年每年都有三到五名新录取的攻读法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所以，

获得德国法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数量短时间不会减少。一些中国大学法学院对于国际化

的重视、与德国法学院合作的增强以及国际班的开设，使得在德语与法学相结合的专业会

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在本科、硕士阶段留学，语言的便利性使得这一群体在德国读博会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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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畅自然。当然，这些毕业生是否都转化为法学学术界的新生力量，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即便进入实务界，如果能够促成具有学术氛围的精英律师事务所的形成，也未必不是一件

好事。从长远看，只要中国法学对德国法学知识存在比较强烈的需求，或者留学德国是在

中国深造的一个可行替代，那么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的人数会保持在一定水平。有鉴于此，

有必要深入思考如何能够更好地利用留学德国的契机，培养中国未来的法律人才，并使之

归国后更好地发挥才能。

　　一方面，归国初期，留学博士或多或少都面临人际网络以及期刊论文发表数量上的劣
势，影响到教职的应聘与科研局面的打开。所以重新融入国内的法学群体，以便学识为同

行所认可，是留德归国法学博士所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特别在近几年 “留学国别主义”

为法学界所批判的大环境下，〔８１〕考虑到德国法学在民、刑两个部门法的影响，〔８２〕留德学者

所要承载的质疑可能更多。但 “留学国别主义”问题的解决，除了通过教义学等研究使法

律知识本土化之外，恰恰需要充分利用留学机会来解决。在域外法学文献并不稀缺的今天，

中国比较法的研究方式也需要调整。对于外国法律制度，不仅需要强调研究的准确性与时

效性，还应该注重制度在实践中的运行状态，这在很多时候是无法单凭阅读而了解的，必

须通过与该国法律专业人士的沟通才有可能获知。而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如果能够融入

同时期读博、不限于中国学生的群体，因为经历的共同性，能够更好地结交外国同行，更

多参与当地学术活动及国际交流，争取与导师沟通的机会，这些都有助于准确把握外国

法。〔８３〕这一点对于不在各类马普所这样的汇聚多国研究人员、学术交流非常频繁的研究机

构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尤为重要。此外，目前国际上解决单个比较法学者视野有限问题的

办法，通常是组织多国学者合作研究特定法律制度，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查明每个国家的法

律状况，形成国别报告。国内已有学者建议采取这种研究方法，〔８４〕但是付诸实现，还需要

中国比较法学者在国际上广泛人际网络的形成，而留学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一个契机。

　　对于刑法学而言，更应充分利用目前中德刑法交流的兴盛时期所带来的宝贵机会，使
得优秀的中国青年学子能够在自己人生学习能力最强的时期，在马普所这样的一流国际性

科研机构深造。这种交流的盛况与资深一代中国刑法学者的努力、铺垫与付出是分不开的。

就在十年前，国内最优秀的刑法专业学生即便有志在德国读博，寻找导师也面临重重困难。

与其说德国刑法马普所培养的是一些亲近德国法的中国学者，不如说是为中国培养了一批

真正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人脉的青年学者。民法等其他学科的青年学子显然还没有这样的

便利，在汉堡马普所获得博士学位、仍然活跃在学界的中国学者也不多。〔８５〕中德刑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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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走向高度德国法化的学说继受和方法继受之路”）。

参见刘仁文：《再返弗莱堡》，《法制日报》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７日第９版。针对 “法益”与 “客观归责”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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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在其本国的命运？有没有过于夸大它的地位和作用？在引入的同时，我们是否存在只搬运而不注意与中

国刑法话语的衔接与转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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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兴盛是否可以持续，中德法学其他领域的交流是否可以赶上，目前尚未可知，但是开放

的心态是必要的前提。

　　另一方面，在法学专业留学国家多样性日益增加的今天，考虑到德国法学的特色是法
教义学，留德法学博士可以充分发挥其对法教义学的应用更为熟悉的优势，为中国法学知

识的体系化、本土化作出应有的贡献。虽然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争议至今尚未平息，但

中国知名法学院的教师规模通常是德国法学院的数倍，而且中国法学教育设置的灵活性使

得教师更为可能具有多学科背景，因此中国部门法学更有条件实现各种法学研究方法的平

行发展，而不再纠结于方法间的高下。德国法律评注的发达，法律知识通过评注这种载体

高度体系化集成，法律问题的解决方案、延伸文献的查找都异常便捷，中国留德博士因而

拥有知识获取方面的巨大优势。很多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通过查阅德国相关评注，思路能

够豁然开朗。如何抗拒这一优势所引发的走捷径的诱惑，在参考域外文献的同时，能够对

本土产生的法学知识给予应有的重视，也是留德博士融入本土学界不可或缺的态度。

　　回首过去，这四十年间中国留德学生的法学博士论文不论厚薄，都倾注了作者的心血，
也见证了中德法学交流的发展与繁荣。总结这样一段历史，更是为着眼当下，让未来留德

学生的求学生涯更有规划，归国之后贡献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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